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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93-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估计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值，并根据索洛余值法测算了各省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梳理基础上，从供给因素视角，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路径。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则有所减弱。此外,本文还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随着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呈递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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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告别9%以上的高速增长，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形态上呈现出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特点。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的注重“量”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的增长，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做好蛋糕”。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选择，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旨在从供给端出发，提升生产要素效率，优化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提出，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关键，坚持去产能、调结构，构建以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推进至关重要。但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我国产业发展逻辑，建立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各产业的不断调整，促使经济协调发展，以达到一种高效率、资源配置合理的状态。一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业间资源要素配置合理，产业结构供求平衡的一种动态过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体现有所区别（薛白，2009）。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指产业主体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一种过程（张秀生，2015），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律和库兹列茨法则可理解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所占比重的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最终第三产业占主导（何平，2014）。
如何衡量和测度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和程度，是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目前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产业结构相似度测度方法（樊福卓，2013）、DEA测度方法（周燕萍，2014）、协调指数方法（龚唯平，2010）、投入产出模型（李博，2008；唐志鹏，2010；杨智峰，2014）、产业结构有序测度模型（姜玉砚，2013；）、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付凌晖，2010；高远东，2015）、KLEMS体系（张建华，2008）以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宋锦剑，2000；何菊莲，2012）等方法。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大致分为指标体系测算与计量模型测算两类，由于指标体系测算过程中对指标体系的选取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运用计量模型的方式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评价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呢？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赵峰，2005；龚轶，2015）、人力资本投入（张鸿敏，2012）、专业化分工（周昌林，2007；王岳平，2008；刘明宇，2012）、外商投资（裴长洪，2006）、金融支持（刘赣州，2005；尹亚红，2013）、财政政策（周敏倩，2003；曾庆宾，2005；戴罗仙，2007）以及政策制度（邬义钧，2003；岳军，2003；王战营，2012）等。通过整理我们发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技术创新、政府支持等几大类，由于政府支持方面指标数据的不准确性，本文基于供给因素的角度，从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三大方面分析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乏力之时，从供给侧改革视角破解产业结构优化难题，将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梳理基础上，试图从供给角度探析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与机制。
二、供给侧改革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性

（一）产品供需错位导致产能过剩
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现行市场产品供给不良之间的的矛盾逐渐加重，另外，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结构畸形，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恶化。首先，由于国际经济疲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乏力，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等行业供过于求；其次，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产品工艺、质量与国外产品还存在一定差距，致使市场大量充斥着廉价无用的产品；另外，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469，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消费结构异化严重，且储蓄率高企不下，出现“有钱不敢花”的怪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化解产能过剩，就必须优化产业供给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引导消费偏好。
（二）产业结构失调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有很多产业是以有悖经济成长逻辑的方式在发展，这种发展越过我国客观国情约束，在拔苗助长的方式拉升工业比重，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如今，我们深受折磨的雾霾，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于此。同时，由于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势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延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为了保持GDP增速，又进一步加大对这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投资，所形成的产业发展恶性循环又会导致产能过剩的过剩。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三）生产成本高企导致创新不足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缓解了就业压力，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多地出现“用工荒”现象。另外，我国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比重较大，对自然资源的损耗较大，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企业节能减排成本加大。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鉴于此，我国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扩大，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逐渐优化趋于合理化。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就要求产业结构随之优化升级以适应生产力和需求的发展。
（一）产业结构总体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从整体上看（如图1所示），第一产业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7.90%下降到2014年的9.20%，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弱化；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降，由1978年的47.60%下降到2014年的42.70%；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且上升较快，由1978年的24.50%上升到2014年的48.10%，在1985年所占经济比重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明显改善，逐渐趋于合理化，大致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分阶段看，按照钱纳里产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到1985年，我国产业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产业结构以现代化工业为主，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1985年到2012年，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且第三产业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开始逐渐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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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图（1978-2014）

（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从绝对数看，我国劳动就业人员逐年递增，1978年，我国就业人员数量为4.01亿人，到2014年达到7.73亿人。36年间劳动就业人口增加了近1倍，也正是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助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所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70.53%下降到2014年的29.50%，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当中；由此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分别有1978年的17.30%、12.18%上升到2014年的29.90%、40.60%。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5年超过第二产业，就业结构由“一、二、三”转变为“一、三、二”；到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就业结构由“一、三、二”转变为“三、一、二”；到201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结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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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图（1978-2014）

（三）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
从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如图3所示），改革开放至1990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其中最低的为1980年的-0.490%，而1990年高达40.50%，之后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在10%以下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小，也是我国第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长期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大于50%，198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5.7%；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到2014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10%超过第二产业的47.1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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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动图（1978-2014）
四、基于供给侧改革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假定
供给侧改革重在促使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创新等资源要素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推动供给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鉴于此，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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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α1 
其中，t表示时间，W表示年产业结构优化，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u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由于西藏数据部分缺失，本文选用1993-2014年除西藏地区外的我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实证分析使用的是Stata13.0统计软件。
1、产业结构优化（W）。目前测算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主要有Moore值、K值、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等，本文采用产业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借鉴付凌晖（2010）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假定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为W，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构成一个三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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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最后，定义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值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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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值（W）越大，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越佳。根据我国1993-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利用公式（3）计算出我国30个省（市、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值。结果表明，1993-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随着9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提升。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从东部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等，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不平衡，差距明显，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2、资本（K）。资本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条件，通过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来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运用资本存量来衡量资本供给情况。全国各省（市、区）1993-2014年的资本存量K采用单豪杰（2008）根据永续盘存法（PIM）得到的资本存量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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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t表示报告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基期资本存量，It表示各省（市、区）固定资本形成额，Pt表示各省（市、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δ表示折旧率（δ=10.96%）。
3、劳动力（L）。劳动力是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就业人员来衡量劳动力供给情况。劳动投入为全国各省（市、区）1993-2014年年末从业人员L（万人）。
4、技术创新（T）。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不仅决定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还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速度，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创新情况。产出Y为全国各省（市、区）GDP（亿元）。为消除价格影响，GDP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的不变价。
假设我国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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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aK和a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生产函数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两边取对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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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规模报酬不变时，即aK+aL=1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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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式（6）和式（7）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K=0.6523和aL=0.3477。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全国30个省（市、区），因此在进行具体的回归估计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式（5）变化，定义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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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3-2014年各省（市、区）GDP、资本、劳动力数据，利用公式（8）计算出我国30个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1993-201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这与罗良文（2016）等人的结论一致。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全国呈现出由东至西不断递减的局面。
（三）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异方差性，对变量取对数处理。由式（1）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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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面板数据的非平稳所造成的“伪回归”问题，在做面板分析之前首先对实证面板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平稳性检测。本文所运用的是单位根检验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是在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延伸起来的，它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特征，能够更加精确、直接地推断单位根的存在。面板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种检验方法是假定面板数据中的各个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这类检验方法包括Levin，Lin&Chu (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二是，为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种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这类检验方法包括Im-Pesaran and Shin (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检验方法。本文运用这两类方法对上述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所涉及变量均为一阶差分趋势平稳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方法
	结论

	
	LLC
	IPS
	Breintung
	ADF-Fisher
	PP-Fisher
	

	LnW
	-1.28082（0.1001）
	1.48469（0.9312）
	-1.39378（0.0817）
	85.9680（0.0156）
	39.4187（0.9816）
	不平稳

	LnK
	-8.38381（0.0000）
	3.31776（0.9995）
	-2.53453（0.0056）
	124.983（0.0000）
	117.382（0.0000）
	不平稳

	LnL
	-1.89612（0.0290）
	6.06561（1.0000）
	-0.59508（0.2759）
	104.873（0.0003）
	35.4140（0.9952）
	不平稳

	LnTFP
	2.2205（0.9868）
	3.0609（0.9989）
	1.8356（0.9668）
	54.1947（0.6868）
	69.2752（0.1930）
	不平稳

	△LnW
	-10.5952（0.0000）
	-6.16151（0.0000）
	-9.62998（0.0000）
	199.269（0.0000）
	304.085（0.0000）
	平稳

	△LnK
	-2.05010（0.0202）
	-1.97339（0.0242）
	-2.60731（0.0046）
	104.039（0.0004）
	180.992（0.0000）
	平稳

	△LnL
	-6.01546（0.0000）
	-4.70107（0.0000）
	-7.91758（0.0000）
	176.663（0.0000）
	227.941（0.0000）
	平稳

	△LnTFP
	-9.4270（0.0000）
	-1.6996（0.0446）
	-4.7445（0.0000）
	121.322（0.0000）
	136.992（0.0000）
	平稳


注: △表示一阶差分；括号内的数据为概率值P；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均包括个体截距和趋势。
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信息产业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必须对序列组合继续进行协整分析，以判断线性组合的平稳性。

协整关系表达的是两个或多个线性增长量相互影响及自身演化的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Fisher检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本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对变量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如表2所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运用Kao检验方法、组内Panel ADF、Panel v、Panel PP和组间Group ADF、Group PP统计量均通过了5%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GDP)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表2  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各变量的协整检验
	检验方法
	检验假设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P值）

	Kao检验
	H0：ρ=1
	ADF
	-4.8337（0.0000）***

	Pedroni检验
	H0：ρ=1

H1：(ρi =ρ)<1
	Panel v-Statistic
	2.251047（0.0122）**

	
	
	Panel rho-Statistic
	0.458823（0.6768）

	
	
	Panel PP-Statistic
	-6.050627（0.0000）***

	
	
	Panel ADF-Statistic
	-1.898067（0.0288）**

	
	H0：ρ=1

H1：(ρi =ρ)<1
	Group-rho-Statistic
	3.048697（0.9989）

	
	
	Group PP-Statistic
	-6.503693（0.0000）***

	
	
	Group ADF-Statistic
	-3.292808（0.0005）***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据为概率值P；Pedroni检验法中检验方程均包括个体截距和趋势。
3、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之前，运用F统计量检验对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选择。F统计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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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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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约束模型，即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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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约束模型，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非约束模型比约束模型多了N-1个被估参数。

通过F统计量检验，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均拒绝原假设（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所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合理。为减小模型的异方差，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如表3所示）。 
表3  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常数项
	1.8476***

(163.4414)
	1.7676*** 
(112.2790)
	2.4272 ***
(9.8807)
	2.184543 ***
(18.7627)

	LnK
	0.0493***

(28.34545)
	0.0860 ***

(31.7067)
	0.0047
(0.3314)
	0.01774 ***
(2.7588)

	LnL
	-0.0511 ***

(-27.7243)
	-0.0826***

 (-32.5530) 
	0.0417***
(11.0780) 
	-0.0668 ***
(-4.8592)

	LnTFP
	0.0352***

(8.4005)
	0.0851 ***

(9.7856)
	-0.1173***
(-3.4203) 
	0.0300 **
(2.4624)

	样本决定系数
	0.7194
	0.879787
	0.8389
	0.8975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7088
	0.866492
	0.8292
	0.8807

	F统计量
	67.8416
	66.1723
	85.9439
	53.3222

	伴随概率（F统计量）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表格括号中标注的是t统计量。
从表3结果可知，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显著，从结果上看，模型变量对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1）从全国来看，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有所减弱。这符合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提升的演进规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长期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就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注重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应注意到，我国资本还相对匮乏，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差，这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W）表现一致。东部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国产业结构层次最高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资本要素同样作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因素，而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不足。与此相反，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弹性为负，而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最大，这与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充裕相关，中部地区虽只有八省份，但劳动力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3.88%，远高于西部地区11省（市、区）的26.77%。西部地区虽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程度最大，但其弹性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为负，这与其劳动力流动相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净流出前20名城市中，西部地区占据一半，其中重庆人口净流出居首位。总的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最佳，中西部次之。对于东、西部地区而言，劳动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而其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技术创新人才相对较少，劳动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还不能发挥其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同样，中部地区要发挥其劳动力优势，更应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劳动力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进程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经济发展要求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改善产业结构比重，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进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必和紧迫性，就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1990年以来，产业结构水平呈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随着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统计结果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受到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的影响，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在不同区域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总体来看，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相关，且随着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呈递增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投入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劳动力投入与产业结构优化呈负向关系。说明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必须从供给侧的角度入手，优化生产要素供给结构，调整人才结构、改善资本供给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要优化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可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从市场结构来看，通过对落后产能企业兼的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并提高市场集中度；同时提高产能过剩产业的进入门槛，降低其退出门槛，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另外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通过差异化生产，带动有效需求，破解供需错位。其次，从市场行为来看，鼓励企业创新研发行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越少，更多的将转移到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层面，其定价决策应符合市场规律，合理的定价有利于产品销量的增加，从而减缓产能过剩。最后，从市场绩效来看，通过结构性减税，提高产能过剩产业生产效率低的税收，减少高技术、高效率的企业税收，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绩效；在增加企业绩效的同时注重增进社会绩效，鼓励外部性较强、清洁安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发展，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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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Part of Supply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3 to 2014

Xiong Xing1, YU Xinghou2, Chen Wei3
（1.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2. Graduate School;3. Economics Colleg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3 to 2014, this paper using high-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stimates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dex, and according to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estimat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provincial each years. Based on combed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factor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a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s a major determinant of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 supply is reduce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investmen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as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Supply Side Reform;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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